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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普惠制改革:
成功应对贸易纠纷的根本路径
龙小宁
摘要: 本文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国 “双反”调查的各种影响进行分析和总结，
并在企业、行业和国家层级如何制定和实施应对策略的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阐述了
以下观点: 推进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普惠制改革是成功应对贸易纠纷的根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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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中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现状
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WTO) 。16 年后，中国已
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资吸引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进出口总额从 2001 年的 0. 51 万亿美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3. 96 万亿美元，增长了 8
倍; 实际 GDP 增长对全球的贡献率从 2001 年的 0. 53%上升到 2015 年的 24. 8%，
拉动度也从 0. 03%上升至 0. 6%。加入 WTO 为促进中国外贸发展和经济增长发挥
了重要作用，而中国经济也对推动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逐
渐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
但在全球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全球各国间贸易纠纷时有发生，其中最常见的
是反倾销、反补贴及“双反”调查。反倾销和反补贴是各国保护国内产业、实施
贸易救济、维持公平贸易的主要措施，是 WTO 允许的贸易救济手段。但实践中，
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却可能被滥用，成为各国为缓和贸易逆差和各种国内矛盾的手
段。近年来，各国开始更多对反倾销和反补贴进行叠加使用，即 “双反”调查。
表 1 给出了全球反倾销反补贴立案数目在年度间的变化，图 1 给出对应的 “双反”
调查数量变化趋势。
而中国在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同时，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特别是西方国家
间的贸易争端也愈演愈烈，中国出口企业更是频繁遭到反倾销、反补贴及 “双反”
调查。首先，由于“非市场经济地位”的争议性和替代国选择的随意性，一些国
家对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特别是出口贸易较大的中国频频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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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调查，可能滥用贸易保护措施。图 2 显示，1999 年至今中国一直是遭受反倾
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表 1 1995—2016 年全球反倾销反补贴立案总数表
单位: 起
年份
调查数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反倾销调查数 157 226 246 264 359 296 372 311 234 221 199
反补贴调查数 10 7 16 25 41 18 27 9 15 8 6
年份
调查数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反倾销调查数 203 165 218 217 173 165 208 287 236 229 300
反补贴调查数 8 11 16 28 9 25 23 33 45 31 34
数据来源: 由 WTO 网站 http: / /www. wto. org /、世界银行网站 http: / / econ. worldbank. org /整理得出。
图 1 1982—2016 年全球“双反”调查数量趋势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反倾销、反补贴数据库和 WTO。
图 2 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数量趋势 ( 1978—2016 年)
注: 韩国是遭受反倾销调查总量排名第二的国家
数据来源: 同图 1。
其次，针对中国的反补贴调查也越来越多，1995—2016 年期间中国共遭受美
国 ( 60 起) 、加拿大 ( 23 起) 、欧盟 ( 10 起) 、澳大利亚 ( 16 起) 等国家和地区
发起的 119 起反补贴调查，且这些调查大多获得了肯定性裁决结果。原因之一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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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一些国家认为可以对中国适用反补贴调查; 另一原因是中
国的产业政策经常为反补贴调查提供直接证据，使得反补贴调查屡屡得逞。① 图 3
显示出 2006 年至今中国是遭受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
图 3 对中国反补贴调查数量趋势 ( 1978—2016 年)
注: 印度是遭受反补贴调查总量排名第二的国家。
数据来源: 同图 1。
值得关注的是，各国不仅仅频繁针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还往
往同时发起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即“双反”调查。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而言，在
反倾销中实质上已经考虑了政府对于该产品的影响力，即考虑了补贴的可能，如果同
时发起反补贴调查，在逻辑上是不合理的。但一些国家为了穷尽贸易保护手段，强行
施加“双反”调查，甚至修改了国内法，例如美国在 2006 年推翻反补贴法不适用
“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前例，时隔 15 年重启对中国反补贴调查，又于 2012 年出台公
共法肯定了反补贴法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对中国“双反”调查始于
2004 年加拿大对中国烧烤架调查案件，自此拉开了各国对中国“双反”调查的序幕。
自 2006 年起中国连续十余年成为全球遭受“双反”调查最多的国家，截至 2016 年
底，共遭受“双反”调查 106 起，占反补贴调查总数的 89% ( 如表 2 所示) 。
表 2 按目标国（地区）划分的1982—2016 年全球“双反”调查数量排名前 10 名的国家( 地区)
数量 百分比目标国（地区）数量 百分比 排名目标国（地区）排名
1 中国② 103 18. 53 6 法国 21 3. 78
2 印度 63 11. 33 7 委内瑞拉 20 3. 60
3 巴西 34 6. 12 8 德国 18 3. 24
4 韩国 31 5. 58 9 印度尼西亚 16 2. 88
5 意大利 25 4. 50 10 中国台湾 16 2. 88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反倾销、反补贴数据库和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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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在 2007 年 7 月 5 日诉中国环型焊接碳钢管反补贴案中，美国商务部直接使用中国的相关政策文
件作为调查的主要证据，罗列了高达 28 项补贴调查项目，分别覆盖了优惠信贷政策、所得税项目、省级层面
补贴项目、非直接税和进口税项目、国家拨款类基金项目以及其他针对特定行业的优惠政策，导致最终裁定
中对天津双街集团有限公司征收的反补贴税率高达 616. 83%。
仅包括中国大陆地区。
二、国际贸易纠纷的系统性特征
更令人担忧的是，以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往往具有
对抗性和传染性，容易引发针锋相对的广泛国际贸易争端。一方面，当一国对另
一国实施贸易救济措施后，对方国可能会采取报复性的反倾销反补贴诉讼，从而
演变为贸易战，阻碍国际贸易正常有序开展; 另一方面，一国有意误读 WTO 规
则用于贸易保护的做法会被其他国家迅速效仿和复制，可能造成这种不当的做法
泛滥成灾。表 3 即显示出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诉讼的国家已经不限于美欧等
发达国家。
表 3 对中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数量前 10 的国家 ( 地区) ( 1980—2015 年)
国家 ( 地区)
对中国反
倾销调查
( 起)
全球反
倾销调查
( 起)
对中国反
倾销调查
比重 ( %)
对中国反
补贴调查
( 起)
全球反
补贴调查
( 起)
对中国反
补贴调查
比重 ( %)
从中国进
口占中国
出口比重
( %)
美国 190 1342 14． 16 52 620 7. 73 19. 17
印度 179 764 23. 43 2 2 100 2. 72
欧盟 161 778 20． 70 6 85 10. 59 15. 78
巴西 97 451 21． 51 0 23 0 1. 28
土耳其 94 282 33. 33 0 2 0 0. 87
阿根廷 93 371 25． 07 0 11 0 0. 41
墨西哥 76 285 26. 67 1 23 4. 35 1. 58
澳大利亚 63 575 10． 96 11 21 5. 24 1. 88
秘鲁 59 115 51. 30 0 15 0 0. 30
南非 50 306 16． 34 1 13 7. 69 0. 74
总和 1062 5069 20. 16 73 815 8. 96 44. 74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反倾销、反补贴数据库和 WTO。
因此，研究反倾销、反补贴以及“双反”调查对中国外贸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对帮助成功应对其他经济体的对中国贸易保护主义，有效抵御当前日益兴起的反全
球一体化潮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如何有效应对 “双反”调查及其他国际
贸易纠纷，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研究项目。原因在于，虽然 “双反”调查
等贸易纠纷直接关系的是被调查的那些具体中国出口企业，但调查的成功应对却在
不同程度上涉及到这些企业所在的各个行业以及与它们相关联的其他行业，这些企
业所处的各个地区以及它们周边的其他地区，以及主管这些企业的各个部委和其他
相关政府部门。相应地，从相关研究问题的层次上看，涵盖的也不只是微观层次的
企业效率问题，还有行业协会职能、保险产品提供等中观层级的问题，更有产业政
策等涉及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宏观层级治理问题。简言之，“双反”调查的应对
研究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和经济治理的各个环节。因此，成功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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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反”调查及其他国际贸易纠纷的政策建议既有针对如何增强企业销售能力和创
新能力等微观层级的问题，也有关于如何改进行业协会等组织的职能和增加诉讼保
险等服务提供的中观层级的问题，更包含如何推行产业政策、理顺政府与市场关
系、提高治理水平等宏观层级的问题。
换言之，国际贸易纠纷具有系统性特征，要求我们在研究中关注各种影响国际
贸易的国内外经济背景与制度和政策安排。本文接下来，首先总结已有的反倾销反
补贴及“双反”调查研究成果; 随后在研究发现的基础上，结合中美贸易冲突的
背景，从微观、中观和宏观等不同角度，来讨论新时代中应该如何推进更高层次、
更高水平的开放经济建设。
三、主要研究发现总结
在针对反倾销、反补贴以及 “双反”调查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下列具有
一般性的共性规律:
( 一) 研究发现针对西方国家 “双反”调查和 “非市场经济地位”等相关问
题，可能存在两个不同方向的认知偏差
一方面，对“双反”调查和 “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关注度过高，使得对
这一类案件的直接经济影响有所夸大; 另一方面，则因为对 “双反”案件的关注
过于狭窄，只着眼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却忽略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对中国贸易纠
纷，导致未能充分认识国际贸易纷争的普遍性和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而这两个
不同方向的认知偏差，都容易引起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政治导向和片面化倾向，可能
导致所产生的应对政策和解决方法的政治化和碎片化。定式思维倾向和系统性缺失
在未来的中国经贸政策制定中，是需要特别预防的问题。
具体而言，我们发现，对中国反倾销、反补贴和 “双反”调查的发起国虽然
曾以美欧等发达国家为主，但中国入世以来，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频繁
发起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反补贴和 “双反”调查。在 1995—2015 年期间，印
度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占到美欧印对中国反倾销调查总数的 40%，其肯
定性裁决比例更是高达 81% ( 龙小宁和张靖 2019a) ［1］。可见，与中国发生贸易纠
纷不再只是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独占领域，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卷入对中国贸易
争端，因此我们关注的视角也不能只聚焦于西方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崛起的围追
堵截。
与此相应地，我们的研究发现贸易摩擦与纠纷发生的范围有扩大趋势，其发生
的原因不能简单归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治打压以及发起国国内的政治状况，而更
主要的是由各种经济动因引发的，它既包括调查发起国国内经济增长率、通胀率、
贸易逆差和汇率等宏观因素，也包括其相关行业就业率、劳动生产率以及与中国出
口产品之间竞争关系等行业层级因素 ( 龙小宁和方菲菲 2019) ［2］。
相比之下，“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与对应的 “替代国”做法虽然对反倾
销、反补贴以及“双反”调查的发起以及惩罚性税率的决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
影响是有限的。我们的研究发现，是否给予中国 “非市场经济地位”对发展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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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中国反倾销、反补贴以及 “双反”调查的发起以及惩罚性税率没有显著的影
响，而相关认定对发达国家对中国反倾销、反补贴以及 “双反”调查的发起以及
惩罚性税率虽有一定的影响，会显著提高调查发起的概率和惩罚性税率，但影响幅
度有限。根据我们的定量估计，2000—2011 年间，中国企业因美国对中国反倾销
调查造成的年均出口损失上限仅占对美年均出口总额的 0. 6%，欧盟的对应比例低
于 0. 4%，而同一期间美欧借由技术性贸易壁垒给中国出口企业造成的损失则占欧
美出口总额的 6. 7%和 7. 1% ( 龙小宁和林桂军 2018［3］，龙小宁和张靖 2019b［4］) 。
( 二) 在研究中我们探究对中国贸易纠纷的起因，发现除了发起国自身的经济
发展减缓、就业情况堪忧、行业竞争力降低等因素外，更有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偏
低、过于倚重价格竞争的原因; 而后面现象的出现，至少一部分归因于中国产业政
策中针对某些产业和产品实施补贴所造成的产能过剩
我们针对反倾销调查的课题进行产业政策的相关分析，按照 《产业结构调整
指导目录》将我国行业划分为有鼓励类条款的行业和没有鼓励类条款的行业，对
比研究发现: 有鼓励类条款的行业相比没有鼓励类条款的行业遭遇反倾销诉讼和反
倾销措施的平均案件数在 1998 年后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两类行业在 《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鼓励类产业政策首次实施的 1998 年之前遭遇反倾销诉讼和反
倾销措施的平均案件数有相似的变动趋势。此外，鼓励类政策对遭遇反倾销诉讼和
反倾销措施案件数的影响在产能过剩行业以及人力资本降低的行业影响更大 ( 龙
小宁、万威和方菲菲 2019) ［5］。
而针对反补贴调查的课题研究则发现，我国实施的补贴政策是美国反补贴调查
的重要依据。且美国对专项性补贴认定的范围逐年扩大，不仅将专项性强的国有企
业补贴作为反补贴调查的主要目标，既涵盖企业专项性、产业专项性和地区专项性
补贴，同时也具体包括了产业政策贷款、土地使用权优惠、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
惠、行业用电优惠、生产线升级补贴、本地中小企业扶持项目、高科技基地拨款、
出口资金补贴等等补贴形式 ( 林桂军、何昕和王聪 2019a) ［6］。
可见，我国产业政策的实施已经成为引发对中国反倾销、反补贴以及 “双反”
调查等贸易纠纷的一个主要原因，而这关系到应该如何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
根本问题。
( 三) 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发现是反倾销、反补贴以及“双反”调查等贸易纠纷
以及“非市场经济地位”认定在其中所起的直接影响虽然幅度有限，但却在下列
各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挑战
其一是贸易纠纷除了对被调查企业和行业产生了出口和生产率等方面的负面影
响 ( Chandra and Long，2013［7］; Lu，Tao，and Zhang，2013［8］) 之外，还对相关产
业、价值链以及相关地区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间接影响。一方面通过影响被诉产业的
关联产业，反倾销、反补贴以及 “双反”调查等贸易纠纷给中国相关产品的上下
游产业带来了数倍于被诉产业本身所承受的损失和各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降
低; 另一方面，针对某一行业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会对严重依赖这一行业的地区产
生相当大的冲击，带来就业、税收等各方面压力。美欧针对我国光伏产品发起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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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调查即是典型的例证 ( 陈勇兵和王贝贝 2019) ［9］。
其二是通过示范效应，近年来其他国家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以及
“双反”调查对未来全球贸易纠纷如何解决可能产生不利于中国的影响。一方面，
在西方国家加大对中国贸易调查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也日益
增加对中国的贸易调查，并且也经常利用中国的 “非市场经济地位”来获取有利
于本国的裁决结果。这种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质疑和挑战，给中国企业在全球市
场上的运营和投资带来不利效果，也给中国在国际经贸关系中的声誉和定位造成了
负面影响 ( 龙小宁和方菲菲 2019) ［10］。
针对这一现状，虽然我国在 WTO 框架下提起多项起诉，但因 WTO 争端解决
机制在制度设计、程序效率以及公正性等方面的局限性，起诉的效果不尽如人意。
与此同时，美欧各国还通过国内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来规避甚至违背 WTO 的相关规
定，这一做法事实上削弱了中国一直倡导的以 WTO 为代表的多边经贸机制的作
用，可能会进一步提升双边机制在未来国际经贸关系治理中的作用。
其三是对中国经济改革与政策制定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全球一体化虽然给中国
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容置疑的机遇，但随之而来的也有收入分配、生态
环境等方面的负面效应。对这些重要经济社会问题的讨论本来是我国新时代发展的
必然要求，但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因为一些消极副作用的出现，就全面否定全球一
体化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推动作用。针对如何解决全球一体化带来的消极作用，需
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制定具体的解决方案，这本身是困难重重的任务，而反倾销、
反补贴以及“双反”调查等贸易纠纷的频繁出现则可能在短期内给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更多的挑战，因此要特别警惕由于短期的挫折而选择减少甚至抛弃对全球
一体化的支持。
( 四) 研究发现，在应对反倾销、反补贴以及“双反”调查等贸易纠纷的过程
中，中国企业已经从应诉、生产、销售、投资等各领域采取了多种短、中、长期的
自主应对措施
在短期内，不少出口企业积极应诉，成功获得否定性裁决或争取到了低税率;
在中期内，出口企业通过转移出口目的地和调整产品种类来应对反倾销、反补贴以
及 “双反”调查等贸易纠纷 ( 龙小宁、方菲菲和 Piyush Chandra 2018) ［11］; 在较长
期内，中国企业更通过产品创新和对外直接投资来绕过贸易壁垒 ( 张相伟和龙小
宁 2018a［12］，2018b［13］) 。
但在企业的各种具体应对方案的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诸多困难，其有效性需要
在未来有所提升。在反倾销、反补贴以及 “双反”调查的应诉方面，普遍存在企
业消极应对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来是因为应讼费用的高昂和应讼经验的缺乏，二
来则是因为应诉行为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积极应诉的企业不仅可以为自身获得较
低的税率，并且可以帮助整个行业降低税率，因而企业个体没有足够的动机采取社
会要求的最优应诉水平。同时，在产品和出口市场多元化等中期应对措施的实施过
程中，企业遭遇销售能力不强的困难; 在创新和投资等长期应对方案的推进中，企
业更面临创新能力不强和投资经验不足的挑战，目前观察到的出口企业采取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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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为边际创新。这些困境与我国企业多年来只关注生产过程而不关注销售和创新等
上游和下游环节密切相关。
上面讨论的企业面临的各种挑战，不仅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也涉及到更高层
级的制度讨论。积极应诉企业可以为整个行业带来正外部性特征，这就要求行业协
会或其他社会组织应该为企业应诉进行资助; 另一种办法是推动诉讼保险等新的保
险业服务产品的试点和实施，通过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来帮助支持企业应诉。另
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局限性决定了基于劳动力优
势的低成本生产制造是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必经之路，但在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
的当今，则亟需提高我国企业的销售和创新能力。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比较生产环
节，销售和创新过程中对知识产权、合同保护等法治环境有更高的质量要求，这是
我国制度环境建设中需要面临的重要挑战 ( 龙小宁 2018) ［14］。
四、对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等国际贸易纠纷的启示
虽然对中国反倾销、反补贴和“双反”调查只是西方国家同我国之间最常见
的贸易纠纷形式，但针对这些调查的研究成果却揭示出诸多一般性的规律，这些规
律不止适用于对中国反倾销、反补贴和 “双反”调查的分析，也与当前的中美贸
易争端息息相关，还对中国今后的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
此，应急课题研究项目的现实意义远远超出 “双反”调查这一具体问题的应对
措施。
( 一) 国际贸易纠纷需要系统性、制度性应对
中美贸易争端的发生虽然晚于对中国反倾销、反补贴和 “双反”调查的频频
发起，但我们认为两者的缘起是同出一辙，有着相同的本质原因: 一是因为国际社
会对全球一体化负面影响以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其中所起作用的担忧，二是中国
企业在运营过程中仍确实存在的各种非市场化因素的影响。
因此，在应对中美贸易争端的过程中，应该与应对反倾销、反补贴和 “双反”
调查一样，既要依赖企业、行业协会等市场主体的自主应对，又需要从国家和行业
层面思考和解决产业政策制定、 “竞争中性”等涉及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宏观问
题。换言之，需要设计和制定系统性、制度化的解决方案。
( 二) 有效应对贸易纠纷可以帮助推动体制改革
刚刚过去的 2018 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过去 40 年中取得的举世瞩目
的经济发展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同时开放政策也在很多关
键领域中起到了推动国内改革的作用。例子包括外贸权的放开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内
贸市场的准入，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带来了营商环境的改善，中美投资协定的谈判
过程催生了国内关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讨论，等等。
同理，我们针对反倾销、反补贴和 “双反”调查案例的研究，揭示出诸多国
内经济体制中与市场经济运行仍不相匹配的特征。如果能够在应对这些国际贸易纠
纷的同时，也可以推动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以帮助市场力量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
重要的作用，那么就会有另一个熠熠生辉的开放推动改革的鲜活案例。因此，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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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被动应对反倾销、反补贴和 “双反”调查等贸易纠纷的定位，主动通过国内
的经贸体制改革来从根本上解决贸易纠纷发生的根源问题。
( 三) 微观层级解决方案需要宏观环境支撑
从市场主体的角度分析，中国企业需要在短期内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反倾销、反
补贴和“双反”调查案件的应诉中，更需要在继续保持高水平生产能力的同时，
着力增强销售能力、创新能力和投资布局的能力，以图在中长期内通过产品、市场
多元化和创新、投资的方式，来根本性地解决国际贸易纠纷问题。
因为外部性的存在，企业应诉积极性的提高必须通过行业层级的互助或保险市
场中诉讼保险产品的提供等方式来解决，这就涉及到市场主体的建立和市场机制的
改善。另一方面，企业销售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依靠产权、合同等法律的
有效实施; 类似地，企业的投资动力更加依赖能够提供长期稳定可靠保护的法治环
境。可见，贸易纠纷的根本解决要求进一步提高法治水平。
( 四) 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推行普惠制待遇是必由之路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苦于国际社会对我国国内经济情况缺乏了解和信心，我们
经常以特惠待遇为途径来吸引外商投资，例如为外资企业提供更优惠的税收、土
地、外汇政策等等。与此同时，从计划经济转变而来的我国市场经济中，也存在大
量针对民营企业的不平等待遇，包括投资、市场准入、信贷等等。随着中国加入
WTO 后国民待遇原则的要求，对外资企业的特惠待遇逐步取消，而内资企业中国
有与民营之间的差别虽然有减少的趋势，却仍普遍存在。这就造成了国有企业享有
各种事实上的优惠待遇，包括土地使用、资金信贷、财政补贴等等，而这些恰好成
为其他国家对中国反倾销、反补贴和“双反”调查的事实依据。
全球一体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都要求高效率地配置各种资源，而平等竞争的市
场环境是资源能够高效配置的前提条件。因此，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都需
要坚持竞争中立政策，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不同行业的企业，无论内资外
资、国有民营、大中小型，也无论制造业服务业，都要提供普惠待遇，以保障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
这就要求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企业增长和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基础条件。一
个好的营商环境，要具备几个法治化的特征: 公平、透明、普惠性、可预期性。其
中的普惠性和可预期性尤为重要，要求制度和政策具有空间和时间上的稳定性，不
人为歧视，不朝令夕改。这样的营商环境才能够给予企业长期发展的信心，因而是
一个地区投资旺盛和创新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同时也可以从
根本上消除别国针对中国出口企业发起反倾销、反补贴和 “双反”调查的依据，
使得这些贸易纠纷案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五、结论: 新时代经济发展需要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
行文至此，研究发现已经呈现出清晰的逻辑脉络。从上面的讨论应该可以得出
这样的结论: 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是成功应对反倾销、反
补贴和“双反”调查等贸易纠纷和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长期保障; 而推进更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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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和全面推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则是成功应对反倾销、反
补贴和 “双反”调查等贸易纠纷和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根本路径。反之，新时
代经济发展，依赖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和产业转型升级为动力，也必然要求高水
平的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和政府治理，关系顺畅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优越的
法治化营商环境。
作为逻辑链条中的中间一环，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起着承上启下、不可替代的
作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让中国可以进一步引进国际先进经验，而更深层次的改
革又可以进一步激发中国的制度改革红利，同时有利于更好地吸收国际经验并与国
情相结合。具体而言，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需要提供国际公认的普惠待遇，这
为国内改革提供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在更高水平、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中需要扩大外
资准入的领域，要求保证国内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透明度、合规化，这也将有
利于国内政策制度的规范化和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
总结起来，针对西方国家对中国 “双反”调查等贸易纠纷展开的相关研究，
不仅提出了针对具体问题的微观和中观层次的解决方案和政策建议，也揭示了我国
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总体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产业政策等宏观层级问题在影响
贸易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在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新时代，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都
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冲突和利益，需要很多宏观层次
的全盘改革与谋划。具体到贸易纠纷问题的解决，便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产业政
策如何制定和实施，以更有效地推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 龙小宁
2018; 龙小宁和张兴祥 2018) ［15］。
虽然对中国反倾销、反补贴和 “双反”调查等贸易纠纷仍在日益增加，但研
究发现: 中国出口企业可以通过各种策略减少调查带来的损失，尤其是中长期方面
产品、市场多元化以及创新、投资方面的应对措施，反而帮助增强了我国企业的竞
争力; 而另一方面，企业能否成功应对也依赖于中观和宏观层级制度环境的进一步
改善。因此，我们得到的总体启示是: 在全球一体化受到暂时挫折的阴霾天气中，
中国应该吹响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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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Opening-up and Non-discriminatory Policy Ｒeforms:
The key Solution to Ｒesolving International Trade Disputes
LONG Xiaoning
Abstract: We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various effects of the anti-dumping and
anti-subsidy investigations initiated by China’s trading partners targeting Chinese export-
ers. Based on research findings at the firm，industry and national levels regarding how to
best respond to such investigations，we make the following argument: The key solution to
resolving international trade disputes is to push forward further opening-up and implement
non-discriminatory policy reforms，
Keywords: Anti-dumping and Anti-subsidy Investigations; Trade Disputes; Hig-
level Opening-up ; Non-discriminatory Policy Ｒ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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